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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2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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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 Kaya 恒等式和 LMDI模型，基于 29个省份 2008—2016年的面板数据，从全过程控制视角，进

行了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的工业 SO2 排放影响因素的分解，将其分解为三大因子、六大子效应，并对省份进行层次

聚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效应是促进全国和各地区工业 SO2 排放的主导因素，末端治理效应是抑制其排放的

主导因素，不同省份各效应的作用程度及方向不同。以工业比重、高硫能源占比以及能源强度为指标，利用层次聚

类将 29 个省份划分为六大区域，分析了各区域的特征和不同，提出了针对性的减排建议。相关部门需充分考虑各

地区工业 SO2排放的特征与差异性，制定合适的减排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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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工业化水平也大幅提升。1978—2017 年，工业增加值实现了从 1622

亿元到 247860亿元的巨大飞跃，年均实际增长达 10.9%
[1]
。但与此同时，工业化造成的环境问题也日益显现，工业污染排放量占

全国污染总量 70%以上。对工业污染进行治理花费巨大，2016年我国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额达 819亿元，治理废气花费561.5 亿

元。其中 SO2是最主要的废气污染物之一[2]。因此，研究 SO2排放的影响因素是制定工业废气减排的基础，也是实现工业可持续和

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目前，有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利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了 SO2的排放和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白雪洁和曾津[3]运用灰色关

联分析法从省级层面测算了 SO2排放量与汽车、环境规制以及工业发展间的关联度，发现载货汽车带来最多的排放量。王辉等[4]

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和工具变量法对我国 276 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技术进步显著抑制 SO2排放。文洁和刘运佳[5]

基于多层线性模型对我国 30 个省份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 FDI 可以显著抑制结构效应对 SO2排放强度的正相关，

削弱技术效应对 SO2排放强度的负相关的结论。索成等[6]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京津冀及周边区域贸易隐含 SO2 排放，发现排

放主要来自能源动力行业、金属冶炼和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和化学工业。田成诗等[7]采取基于扩展的 EKC 模型研究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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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气环境污染与劳动生产率的动态关系，表明工业 SO2排放强度和劳动生产率呈倒“N”型关系，科技水平显著促进了工业 SO2

排放，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政府管制水平显著抑制了工业 SO2 排放。金春雨和吴安兵[8]设置 SO2排放量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

变量，采取 PSTR 模型研究发现，在全国及分区域层面，工业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都存在着明显的门槛效应和非线

性影响，并且两者对 SO2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 

除上述所提研究方法之外，碳排放研究常用的 LMDI 分解法也在分析 SO2排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张平淡等[9]基于 1998—

2009 年中国的 SO2排放数据，采取 LMDI 分解法将排放分解为能源消费结构效应、能源消费强度效应和污染排放处理效应，并且

通过联立方程模型深入研究环保投资如何影响这三种效应。潘成荣等[10]对 2011—2013年安徽省及主要地市的工业废气排放量变

化进行分析，通过 LMDI分解法对工业废气排放量进行了排放强度因素、行业结构因素以及经济规模因素的分解，发现安徽省及

主要地市的 SO2排放总量及重点行业排放情况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且阻碍减排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增长，而促进减排的因素是

排放强度和行业结构。 

目前，利用 LMDI 分解法对 SO2的排放进行研究，大部分都不分产业，具体到工业领域 SO2的排放研究不太多，且 LMDI 分解

影响因素不够彻底，未能进行深入地分析。本研究拟参考王迪等[11]提出的全过程控制视角思路，从三个环节(源头预防、过程控

制、末端治理)出发，利用 Kaya 恒等式和 LMDI 分解法构建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工业 SO2排放影响因素分解模型，并确定其中关

键因素，对中国 29个省份(未包含新疆、西藏及港澳台地区)进行聚类分析，研究不同地区这些因素的特征及异同，以期为制定

具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环保减排政策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 

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1Kaya 恒等式 

Kaya 恒等式最先由日本学者Kaya[12]提出，该等式被用来阐释二氧化碳排放与碳排放强度、能源强度、人均产值以及人口规

模之间的关系。其原始形式如式(1)所示，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展开为碳排放强度( )、能源强度( )、人均产值( )以及人口

规模(P)四个因素。 

 

式中：CO2代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E代表能源的消费量，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P代表总人口。 

Kaya 恒等式由于变换灵活、易于分解的特点，在科学研究中受到广泛欢迎，诸多学者在式(1)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常常结合

LMDI 分解法将其应用于水利、环境和能源等诸多领域。同样，Kaya 恒等式也被一些学者用来对 SO2 的排放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13,14,15,16,17]。目前对 SO2排放影响因素的分解角度不尽相同，可依据具体情形从人口规模、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及技

术水平等多角度进行分解。因此，本文结合要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利用 Kaya恒等式将全国 29个省份的工业 SO2排放影响因素

进行如式(2)与式(3)所示的扩展。 

 

式中：t 代表年份，D
t
为第 t 年的地区工业 SO2排放量，G

t
为第 t 年的地区生产总值，Y

t
为第 t 年的地区工业增加值。

是工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例，代表工业经济结构； 是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的 SO2量，代表技术效应。因此，工业 SO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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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可初步分解为经济规模效应 Gt、工业结构效应 Tt和技术效应 Qt三种。 

然而，技术效应的作用机理较经济规模效应和工业结构效应更为复杂，可更进一步分解
[18]

，从而更加深入地探讨 SO2排放的

影响因素，并提出更为全面的治理对策。鉴于此，本文将 拆分为 ，则得到式（3）。 

 

式中：Et为第 t年的地区工业能源消费总量，Ct为第 t年的地区工业高硫能源消费总量，At为第 t年的地区工业 SO2产生量。

是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源消费量，代表能源强度； 是高硫能源消费占总能源消费的比例，代表工业能源结构；

是单位高硫能源消费产生的 SO2排放量，代表高硫能源清洁利用水平，数值越小表明越环保； 是 SO2排放量占产

生量的比例，代表末端治理水平，数值越小表明治理水平越高。 

由此可知，工业 SO2排放受到经济规模效应、工业结构效应、工业能源强度效应、工业能源结构效应、能源清洁利用效应和

末端治理效应的综合影响。其中，工业能源强度、工业能源结构、能源清洁利用和末端治理水平均为技术效应。 

从全过程控制视角分析，源头预防因子包括经济规模和工业结构，过程控制因子包括工业能源强度、工业能源结构和能源清

洁利用，末端治理因子为末端治理水平(以 SO2的排放比例表示)。从经济角度和环保角度考虑，源头预防和过程控制相较于末端

治理更有优势。 

1.2 LMDI 分解法 

在能源消费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因素分解法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因素分解法主要包括两大类：结构因素分

解法(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指数因素分解法(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IDA)，而在每种大类底

下又可以细分为多种小类。后者主要以拉式因素分解法(laspeyres index decomposition method，LI)和迪氏因素分解法

(divisia indexed composition method，DI)为主
[19]
。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模型(log 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是由

Ang 基于迪氏因素分解法所提出的，该模型的分解结果不包含残差项，且能有效解决数据负值和零值问题[20]，其有加法分解和乘

法分解两种形式，两种形式的分解结果具有唯一性和一致性[21]的特点，且可以实现相互转换。 

因 LMDI 模型的加法分解形式更为直观，故本研究基于 Kaya 恒式(3)，采用加法分解形式对工业 SO2排放量进行分解，得到

式(4)。 

 

式中：∆Dt为相邻两年的工业 SO2排放量之差，也即第 t 年减排总效应；总效应由六个方面构成，分别是第 t 年的经济规模

效应(∆Gt)、工业结构效应(∆Tt)、工业能源强度效应(∆Kt)、工业能源结构效应(∆It)、能源清洁利用效应(∆Mt)和末端治理效应

(∆Nt
)。根据 LMDI 模型计算方法，六个效应可表示为式(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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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各变量的下标 i代表省份；各变量的上标 t和 t-1 分别代表相邻年份。 

第 j类影响因素的贡献率为： 

 

式中：∆Dj为第 j类影响因素效应。con(j)为正值，代表第 j类影响因素效应促进工业 SO2的排放，反之抑制排放。 

1.3 层次聚类方法 

所谓聚类分析，就是对目标对象按照一定的规则分成几类，使得类内的个体尽可能相似，而类间的个体尽可能不同。聚类算

法是数据挖掘中常用的一种算法，在各个领域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其大致可分为基于划分聚类算法、基于层次聚类算法、基于密

度聚类算法和基于网格聚类算法等[22]。本研究将选取基于层次聚类算法进行 29个省份间的聚类分析。 

层次聚类算法是广为人知的聚类算法之一，相较于 K均值聚类而言，其优点是自适应的聚类，不需要提前设定类数 K，可以

发现类的层次关系，依据实际需求灵活分成不同的类数。其基本原理是，通过计算不同类别数据点间的相似程度生成一棵层次嵌

套聚类树，按照层次分解的顺序可分为凝聚层次聚类法(自下而上)和分裂层次聚类法(自上而下)。 

以凝聚法为例，基本流程为：(1)把每个样本看作单独一类，计算两两样本间的最小距离；(2)把距离最小的两类合并成一个

新类；(3)重新计算新类与所有类之间的距离；(4)重复(2)、(3)两步，直到所有类最后合并成一类。 

1.4 数据来源及处理 

生产总值数据、工业增加值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SO2产生量数据、SO2排放量数据经《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综合整理得到。考虑到经济发展中价格变化的影响，生产总值和工业增加值均折算到 2008年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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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根据已有研究，工业 SO2的排放主要来自煤炭和油类的燃烧，故本研究将高硫能源定义为原煤、焦炭、原油和燃料油。各省

份的工业能源消费量数据和高硫能源消费量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且均已折算为标准煤数据。 

2 实证分析 

2.1 全国工业 SO2排放影响因素分解 

根据 LMDI 模型和 29 个省份的统计数据综合计算，得到 2008—2016 年国家层面的工业 SO2排放影响因素的逐年分解结果，

如表 1 所示。由表 1 可见，2008—2016 年全国工业 SO2排放总量在 2009—2010 年、2010—2011 年以及 2013—2014 年增加，在

2010—2011年增加最多，而其他时段都在减少，在 2015—2016 年减少最多。总体来说，排放量呈递减趋势，2008—2016 年排放

总量共减少了 1091.21万吨，其中，经济规模、工业结构以及能源清洁利用这三个效应均对工业 SO2排放产生正向驱动，分别使

其增加 1256.69 万吨、97.28 万吨和 315.11 万吨。工业能源强度、工业能源结构以及末端治理这三个效应均对工业 SO2排放产生

负向驱动(即抑制作用)，分别使其减少 1053.54 万吨、161.56 万吨和 1545.19 万吨。基于全过程控制视角，从累积效应来看，

源头预防因子均促进工业 SO2排放，末端治理因子抑制排放，而过程控制因子有双重作用——工业能源强度和工业能源结构抑制

排放，能源清洁利用促进排放——但总体是抑制了排放。 

表 2展示了六大效应对国家层面工业 SO2减排的贡献率，数值前面负号代表抑制作用。 

经济规模是促进工业 SO2 排放的主导因素，这与 He
[23]

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其对各个时段的排放贡献率均维持在 10.02%～

897.32%之间，累计贡献率为 115.16%。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工业化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规模也不断扩大，使得能源消耗

量持续上升，进而增加了工业 SO2排放量。 

工业结构对工业 SO2排放的增促作用有限，其累计贡献率仅为 8.91%，这种微弱的增促作用可被其他强有力的抑制作用所抵

消。而在2014—2015 年和 2015—2016 年，工业结构的贡献率为负值，表明其对工业SO2排放的抑制作用已经逐渐显现，这可能

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有关。《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指出，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增强发展后劲，2014 年中国第三产业

增加值快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服务业比重超过了工业，达到 48.2%。从后两年贡献率可看出，工业结构尚有进一步调整和优

化的空间，以达到对工业 SO2排放更大的抑制作用。 

工业能源强度是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源消费总量，代表着能源效率。由表 2知其是抑制工业 SO2排放的次要因素，在各个时

段的排放贡献率均为负值。为了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避免片面追求增速，我国在2006年首次将单位能

耗纳入宏观目标控制体系，又依据《“十一五”规划纲要》设定《“十一五”期间各地区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指标计划》，

这些方针政策降低了我国 2008—2016 年的工业能源强度，进而减少了工业 SO2的排放。在未来，工业能源强度依旧是抑制工业

SO2排放的有力抓手。 

表 1 2008—2016 年国家层面工业 SO2排放影响因素分解结果 单位：万吨 

年份 

源头预防因子 过程控制因子 末端治理因子 

综合效应 

经济规模 工业结构 工业能源强度 工业能源结构 能源清洁利用 末端治理 

2008—2009 196.42 2.64 -79.73 -19.00 36.75 -278.50 -1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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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 215.46 47.77 -243.36 -7.52 186.83 -175.17 24.01 

2010—2011 213.40 47.26 -124.19 29.16 -129.85 144.09 179.88 

2011—2012 184.19 24.38 -153.60 -34.20 163.23 -346.94 -162.94 

2012—2013 148.05 11.95 -177.63 -147.90 217.97 -217.83 -165.38 

2013—2014 121.10 0.28 -83.89 -11.93 1.94 4.72 32.22 

2014—2015 108.21 -21.84 -105.99 -15.82 -33.09 -92.23 -160.76 

2015—2016 69.86 -15.17 -85.15 45.64 -128.67 -583.32 -696.82 

累积效应 1256.69 97.28 -1053.54 -161.56 315.11 -1545.19 -1091.21 

 

表 2 2008—2016 年国家层面工业 SO2排放影响因素贡献率 

年份 

源头预防因子 过程控制因子 末端治理因子 

合计 

经济规模 工业结构 工业能源强度 工业能源结构 能源清洁利用 末端治理 

2008—2009 138.90 1.87 -56.38 -13.43 25.99 -196.94 -100 

2009—2010 897.32 198.96 -1013.53 -31.31 778.09 -729.52 100 

2010—2011 118.63 26.27 -69.04 16.21 -72.18 80.11 100 

2011—2012 113.04 14.96 -94.27 -20.99 100.18 -212.92 -100 

2012—2013 89.52 7.23 -107.40 -89.43 131.80 -131.72 -100 

2013—2014 375.87 0.86 -260.38 -37.02 6.02 14.65 100 

2014—2015 67.31 -13.58 -65.93 -9.84 -20.59 -57.37 -100 

2015—2016 10.02 -2.18 -12.22 6.55 -18.47 -83.71 -100 

累积效应 115.16 8.91 -96.55 -14.81 28.88 -141.60 -100 

 

注：表中贡献率为百分比。 

工业能源结构和工业结构类似，累积贡献率比较小，对工业 SO2排放的抑制作用有限，并且在 2010—2011 年和 2015—2016

年促进了排放，表明这两个时段对高硫能源的消耗比较多，进而增加了工业 SO2的排放。 

能源清洁利用并未显现出抑制工业 SO2 排放的效果，相反，其累积效应值仅次于经济规模，是第二大正向驱动因素。其在

2010—2011年、2014—2015年以及2015—2016 年抑制工业 SO2排放，其他年份恶化了排放。这说明高硫能源高效、清洁转化和

低污染物排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能源清洁利用的减排潜力需要进一步深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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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治理水平衡量了使用技术设备处理产生的污染物、使其达到排放标准的能力。末端治理尽管在 2010—2011 年和 2013—

2014 年的累积效应为正值、表现出正向驱动作用，但从整体看，其是工业 SO2减排的核心因素，尤其在 2015—2016 年，强有力

地减排了 583.32 万吨。 

从全过程控制视角分析，目前我国在控制工业 SO2排放上，总的来说还是轻源头控制、重末端治理的，工业 SO2排放仍然处

于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治理模式，这样使得环境治理投入成本过高、付出的代价过大，不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2 省级工业 SO2排放影响因素分解及差异分析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技术特征以及环境政策等均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工业 SO2的排放也

呈现着不同趋势、特征以及内在驱动因素。图 1 展示了我国 29 个省份 2016 年相较于 2008 年的工业 SO2排放变化量和变化率。

可以看到除海南和云南外，其余省份工业 SO2排放量都减少了，减排量前三名分别是河南(97.47 万吨)、内蒙古(75.92 万吨)以

及广西(68.25 万吨)，减排率前三名分别是北京(82.25%)、广西(80.86%)以及河南(78.32%)。不同省份工业 SO2排放变化量和变

化率呈现出巨大的差异。 

 

图 1 2008—2016 年全国省级工业 SO2排放变化量及变化率 

图 1仅从首末两个时点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为进一步探究各地区在不同时段的工业 SO2排放的驱动因素，从而更好地制定针

对性的、因地而异的减排政策，利用 LMDI 分解法，得到 2008—2016 年各地区工业 SO2排放影响因素分解结果的累积减排图(图

2、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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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8—2016 年全国省级工业 SO2排放影响因素分解图(全过程视角) 

 

图 3 2008—2016 年全国省级工业 SO2排放影响因素分解图(细分效应) 

由图 2 和图 3可知，源头预防因子是促进各地区工业 SO2排放的主导因素，并且其中经济规模效应是工业 SO2增排的最主要

因素。源头预防因子导致山东和内蒙古的增排量最大，分别为 108.02 万吨和 100.74 万吨，其中经济规模效应对山东和内蒙古

的工业 SO2增排贡献值达到 101.48 万吨和 85.49 万吨，而工业结构效应对两者贡献值仅为 6.54 万吨和 15.25 万吨。除山东外，

过程控制因子均抑制各地区工业 SO2 的排放。进一步细分过程控制因子为三大子效应可知，工业能源强度效应均抑制各地区(包

括山东)工业 SO2 的排放。这说明各地区响应国家号召、执行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指标计划的效果明显。而工业能源结构

效应以及清洁利用水平效应则在不同地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作用，工业能源结构效应和清洁利用水平效应对11个地区的工业SO2

排放产生正向驱动作用，对 18 个地区产生负向作用，产生正向或负向作用的省份有所不同，同时恶化排放的有内蒙古、江苏、

湖北、广东、云南和甘肃，同时抑制排放的有上海、广西、福建、四川、陕西和青海。由此也可知道，上海、广西、福建、四川、

陕西和青海 6个地区在过程控制因子中达到了全方位的减排效果。对于那些工业能源结构效应或清洁利用水平恶化工业SO2排放

的省份来说，应该着力调整工业结构，发展更绿色清洁的产业，努力提高能源清洁转换低排放的技术水平。除云南外，末端治理

因子均抑制各地区的工业 SO2排放，减排量排在前两名的是山东和内蒙古，分别达到了 170.10 万吨和 156.58万吨，而云南的增

排量也仅仅为 0.04万吨，末端治理在各地区工业 SO2减排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是抑制工业 SO2排放的主导因素。 

2.3 省级聚类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不同地区各效应对工业 SO2 排放的影响程度及驱动方向均有较大的不同，其部分原因是各地区工业结构、

能源使用等情况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为进一步探究这些差异，并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减排政策，有必要进行聚类分析。为此，选

取 29 个省份 2008—2016 年的面板数据，以工业比重、高硫能源占比以及能源强度为聚类变量，数据经标准化处理之后，利用

SPSS 软件进行层次聚类，得到地区聚类表(表 3)，表中区域 3、区域 5及区域 6各地区因剩余两特征存在不同，故均仅表述了一

个特征。 

表 3地区聚类表 

类别 包含地区 特征 

区域 1 宁夏 工业比重高，高硫能源占比高，能源强度极高 

区域 2 海南 工业比重低，高硫能源占比低，能源强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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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3 青海、甘肃、山西、河北、云南、贵州 能源强度高 

区域 4 北京 工业比重低，高硫能源占比低，能源强度低 

区域 5 
重庆、湖北、内蒙古、广西、吉林、 

四川、辽宁、湖南、安徽、陕西、江西 
高硫能源占比高 

区域 6 
上海、天津、广东、浙江、 

黑龙江、福建、江苏、河南、山东 
工业比重高 

 

如表 3所示，层次聚类将 29个省份划分为六大区域，其中宁夏、海南以及北京因工业比重、高硫能源占比以及能源强度和

其他地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各被划分为一个区域。宁夏地处我国西北部，自然条件恶劣、水资源贫乏，导致第一产业和第

三产业羸弱，资源消耗型重化工业是带动宁夏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故呈现“三高”的特征。而海南地处我国最南端，光温充

足、气候宜人，侧重于发展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占比较低，工业发展后劲不足，因此工业比重和高硫能源

占比都比较低，而能源强度高。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经济发达，经过多年的产业结构升级与改造，已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

的、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故而呈现“三低”的特征。在区域 3包含的地区中，青海、甘肃、云南和贵州都地处我国西南

或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工业水平较低，工业发展远未完成结构优化，因此能源强度高。而山西和河北都地处我国

华北地区，都是工业大省，各自的特色工业分别是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产量均为全国第一，能源强度高就不足为奇了。区域 5

包含 11个地区，特征是能源结构高，说明这些地区消耗高硫能源比重较大，其中吉林和辽宁是老工业基地，对煤炭和石油的需

求旺盛。区域 6包含 9个地区，特征是工业比重高，其中上海、天津、广东、浙江和江苏都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工业促进了

这 5个省份的发展，目前还未像北京一样完成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2008—2016 年 29 个省份的相关数据，从全过程控制视角出发，利用 LMDI 分解法构建了工业 SO2排放影响因素分

解模型，分别考察了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的工业 SO2排放特征，并利用层次聚类分析将各地区划分为六大区域，研究不同区域的

特征及异同。结果发现： 

(1)全国层面。从累积效应看，源头预防因子皆促进工业SO2排放，末端治理因子抑制排放，而过程控制因子有双重作用，但

总体是抑制排放。具体来说，经济规模是促进排放的主导因素，工业结构对排放的促进作用有限，且有抑制排放的优化空间，工

业能源强度是抑制排放的次要因素，工业能源结构抑制排放作用有限。总体来说，能源清洁利用是对工业 SO2排放起正向驱动作

用的次要因素，末端治理水平是减排的核心因素。目前，我国在控制工业 SO2 排放上，总的来说还是轻源头控制、重末端治理，

要转向强化源头预防和过程控制的治理模式，需要适当减缓经济发展速度，重视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生态问题，调整和优化产业

结构，提高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准入门槛，降低高硫能源的依赖程度，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提高能源的转化效率，同时加大环境

的治理力度，才能实现工业绿色和可持续发展。 

(2)省级层面。源头预防因子是促进各地区工业 SO2 排放的主导因素，并且其中经济规模效应是增促的最主要因素。工业能

源强度效应均抑制各地区工业 SO2的排放，工业能源结构效应以及清洁利用水平效应则在不同地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作用。末端

治理是抑制工业 SO2排放的主导因素。因此，政府在制定工业 SO2减排战略时，不能“一刀切”，需要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实际情

况，充分研析各地区的排放驱动因素，并且及时优化调整以适应不同的发展进程。 

(3)根据层次聚类结果看，六大区域在工业比重、高硫能源占比以及能源强度方面特征不同。为更好地实现工业 SO2 减排目

标，区域 1需要对产业结构进行逐步的调整与优化，减少高污染企业比例，降低工业能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高硫能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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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区域 2需要适当地发展工业，提高工业技术水平，进而降低能源强度，提升能源效率。区域 3各地区

同样需要提高工业技术水平、提升能源效率，并且对于河北和山西来说，传统产业污染大、能耗极高，需要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于区域 4来说，北京已经实现了产业优化与能源结构的调整，而其经济

发达，因此，需要着重注意经济发展的质量，从经济规模效应着手减少工业 SO2排放。区域 5各地区需要积极下调煤炭和石油等

高硫能源的使用比例，发展更绿色清洁的能源，例如内蒙古可以推进风能的使用，吉林可以推进热能的使用。而对于区域 6 来

说，需要改变长期以来依靠工业发展的模式，升级改造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的占比，并且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工业污染的

关系，从源头预防，才能实现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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